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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
迁都北京之后，
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推动南北烹饪
技艺融合、各地
食材互通，在北
京形成了以鲁菜
为主导、北方游
牧风味与江南风
味并存的饮食格
局。明代北京饮
食原料十分丰
富，既有本土时
令蔬菜与温室培
植菜品，也汇聚
了全国各地乃至
海外物产。特别
是江南水产借助
大运河低成本漕
运北上，直接带
动了京城百姓饮
食结构的转变。

南北风味汇京城

明代北京饮食文化具备鲜明的多元复合
特质，其根基源自辽金元长期多民族混居的
历史格局。不同饮食技艺相互借鉴融合，例
如将游牧民族乳制品与中原传统烹饪技法结
合，创制出兼具游牧特色与中原风味的节令
吃食。这种跨地域交融，充分体现出中华文
明“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

明代京城饮食的南北合流，与城市人口
结构变迁密不可分。明成祖朱棣迁都，带动
大批南方民众迁居北京，造就了八方辐辏的
移民盛况。沈榜《宛署杂记》中“寄之为寓，客
之为籍”的记载，生动描绘出这座帝都外来人
口聚居的面貌。尤其官僚阶层普遍存在流寓
现象，京官的亲属、同乡依托血缘与地缘纽带
在京落脚，形成依附于官场体系的社会网络。

于慎行《谷山笔麈》中的记载，清晰勾勒
出明代后期北京的人口构成：“都城之中……
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
得四五。”外来移民占比高达六七成，其中江
南籍移民数量最多。这般人口迁徙，一方面
是京城作为政治中心的虹吸效应，另一方面
也得益于京师繁多的谋生机遇，最终形成以
官僚为核心、商贾工匠为主体、流民游民为补
充的层级移民结构。

落到饮食层面，南北交融直观表现为烹
饪技法流转、特色食材北上。北方的传统面
食与偏重浓郁调味的饮食习惯，在南方移民
的影响下出现新的变化。苏州厨师擅长水
爆、清蒸等技法，在京城宴席间声名显赫，甚
至出现“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的
潮流。万历年间，原本产自江南的蛙、蟹、鳗、
虾、螺、蚌等水产，已经在北京城内水域繁育，
数量日渐繁盛。素来崇尚简朴的北方食俗，
也慢慢向江南“食不厌精、猎奇尚奢”的风气
靠拢。

明末北京社会阶层多样，上至皇室宗亲、
文武官员，中及财力雄厚的富商巨贾，下至小
商贩、手工业匠人、雇工劳力等普通市民；另
有宦官宫女、行医卜筮者、乞丐游僧等特殊人
群。不同等级、不同职业的庞大人群，催生了
差异化的饮食需求：皇室贵族追捧山珍海味，
文人雅士偏爱精致茶点，市井百姓青睐平价
小吃，宗教信众坚守素食规矩，漂泊旅人依靠
流动摊贩饱腹。

各阶层饮食喜好相互碰撞交融，让北京
餐饮市场打破地域与等级壁垒，养成“五方杂
处，食俗不纯”的都市特点。旺盛的多元消费
需求，为各地菜系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倒逼饮
食技法不断创新融合，让北京一跃成为明清
时期全国饮食文化的核心枢纽。

整体来看，明代北京饮食兼具阶层分化与
地域融合两大特征。鲁菜贴合士大夫的审美，

凭借官僚阶层的消费偏好稳居市场主流，
做工考究、格局大气；与此同时，游牧

饮食的粗犷豪迈，与江南饮食的精
巧雅致相互映衬，在京城形成

了豪放与儒雅共生的独
特饮食风貌。

明代北京的饮食原料，不仅有本地出产的蔬
菜，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食材。北京地
区蔬菜种植业比较发达，随着都城人口增长和市
民购买力提升，西郊和南郊的肥沃土地逐渐发展
为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形成了以丝瓜、黄瓜、生
姜、豆芽等二十余种时令蔬菜为主的种植结构。
为满足权贵阶层对反季节蔬菜的需求，温室栽培
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实现规模化应用。“元旦进
椿芽、黄瓜……一芽、一瓜几半千钱”的记载，揭示
出高端时令蔬菜市场的稀缺属性与高额溢价。

在官方祭祀体系中，太庙“荐新”（以新收获之
物敬献祖先）的果蔬由宛平、大兴两县负责供应，
官府不仅按月划定蔬果品类，还实行严格的价格
核算机制。《宛署杂记》记载万历年间正月供应清
单：荠菜、生菜、韭菜等六种时蔬合计价值二两二
钱，其中正月荠菜四斤价一两二钱，折合每斤三
钱。这种精细化的物资调配与财政管理，既反映
了明代宫廷礼仪的繁复，也体现出当时农产品商
品化程度不断加深。

明代宫廷膳食拥有极强的地缘整合能力，蔬
菜供应链贯通四方疆域：滇南的菌子，代表西南
边陲的物产供给；东海的海藻裙带，体现海洋资
源的深度开发；蓟北的金针菜，印证北方旱作农
业的发展成就。这种贯通东西南北的全域食材
供应，实则是明王朝政治控制力与经济辐射力的
微观体现。

明清时期，江南美食经由京杭大运河向北输
送，形成一套精密的贡鲜物流网络，鲥鱼入贡便是
其中典型。作为太庙“荐新”的重要祭品，自明成
祖迁都北京后，长江下游特产鲥鱼入贡渐成定
制。由南京方面专人负责，每年四月将最新鲜的
鲥鱼经运河运往京城。这项运输面临两大难题：
鲥鱼出水即死、极易腐坏，千里迢迢的运河航程与
严苛的保鲜要求相互矛盾。为此明代发展出“分

段冰鲜”运输模式：贡船装载天然冰块，途经沿途
州县便及时更换新冰，依靠持续低温延缓鱼肉变
质。鲥贡制度能够长期维系，很大程度上依托运
河航道的畅通，水文稍有异常就会耽误祭祀贡品
的送达时效，也从侧面印证了京杭大运河作为明
清国家级物流命脉的战略地位。

万历年间北京水产品市场的变化，直观展现
出南北物资流通格局的重大转变。谢肇淛在《五
杂俎》中记述：早年初到京城燕市，市集物产十分
单调，除鸡鹅羊猪之外，偶尔见到一条河鱼都如同
珍宝；短短二十年过去，鱼蟹的售价甚至低于江南
本土，蛤蜊、银鱼、蛏蚶、黄甲等水产品充盈街市，
随处可得。这段亲历记录清晰可见：明代早期北
京水产稀缺，鱼类十分珍贵；到万历中期，依托成
熟的运河漕运体系，江南水产实现规模化北运，售
价反倒低于原产地。

这种“南货北贱”的现象，正是大运河高效物
流体系带来的结果。借助漕船回空捎带、专业渔
商贩运等方式，江南水产突破地理阻隔，源源不断
运往京城。当长江下游的蛤蜊、银鱼等水产摆满
街巷，北京人餐桌的水产品类日渐丰富，也见证了
明代中后期全国统一市场逐步成型的历史进程。

海外作物的系统传入，重塑了中华饮食的物
质基底与风味体系。依据李宝臣《北京风俗史》中
的物种引进记载，结合明清农书、方志，可以梳理
出一幅早期全球化的饮食交流图景：原产美洲的
辣椒于明末传入中国，很快完成本土化种植，在两
湖、川黔一带大面积推广；马铃薯、甘薯分别经由
海上丝路与吕宋贸易线路，在明末清初引种落地；
玉米在嘉靖年间以“番麦（西天麦）”的名字来到中
国；花生与向日葵也在明清时期经由海上贸易渠
道传入中国。这些作物既丰富了宫廷膳食食材，
又凭借高产、耐旱的特性推动国内农业种植结构
革新。

自嘉靖、隆庆年间起，伴随着价值观转变与商
品经济蓬勃发展，各类新奇商品大量涌入市场，长
期被压抑的社会消费欲望被极大激发，社会风气
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本崇尚“敦厚俭朴”的传
统风尚，逐渐沦为“浮靡奢侈”的享乐主义潮流。
这股逾越礼制、不守规制的社会风潮来势汹汹，迅
速席卷各个社会阶层，上至士大夫群体，下至市井
百姓，无一不受其影响。

明代中后期，在宫廷与贵族阶层的引领之下，
饮食宴饮极尽奢华、大肆讲求排场。当时北京的
富家和一些行业头领，趁官员在朝天宫、隆福寺等
处习仪，摆设盛馔，托一二知己邀士大夫赴宴，席
间有教坊司的子弟歌唱侑酒。《留青日札摘抄》卷
二记载了一则典型事例：京城一场宴席之上，单是
每桌摆放八只鸡头，整场便要耗费六十余只整
鸡。有一位御史格外喜爱吃鸡头，主人当即示意

仆从，额外再添八盘鸡头，其余菜品的铺张程度由
此可见一斑。这段文字直观展现出当时官僚阶层
宴饮之中的奢靡浪费之风。

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官员将宴饮从单
纯的社交方式，逐步演变为编织权力人脉网络的
核心场所。宴饮早已超越饮食本身，成为官僚群
体维系人情往来、巩固政治同盟的重要手段，形成
极具时代特色的官场宴饮文化。这一现象，既是
明代中后期“无为而治”施政背景下权力监督机制
弱化的结果，也折射出明代中晚期官僚体系内部
圈层自我维系、不断繁衍的运作特征。

（章永俊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

运河送来八方鲜

奢靡之风起筵间


